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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疫苗安全恐慌是由疫苗负面报道或疫苗阴谋论引发的公众对疫苗接种安全性与有

效性的普遍怀疑, 其后果是导致区域性甚至全球范围内的疫苗接种率或接种意愿的短期骤

降。在个体对疫苗接种的感知必要性以及经验加工和要义提取的影响下, 前述信息会在传播

过程中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应对疫苗安全恐慌的心理学策略主要包括网络标记与纠正技术、

信念接种、重建风险感知、满足信息需求和情绪诉求等, 但仍需进一步检验其生态效度。此

外还需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正面疫苗信息的社会分享以反制疫苗不实信息的影响。 

关键词  疫苗安全恐慌; 疫苗接种; 不实信息; 阴谋论; 风险感知 

1  疫苗安全恐慌的危害与定义 

疫苗接种是促进人口增长和人类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重要因素, 也是最伟大的公共卫

生安全措施之一(Giese et al., 2019)。但就全球范围而言, 公众对疫苗接种的态度并未与科学

共同体达成完全的共识。虽然疫苗接种每年可预防 200~300 万人的死亡(WHO, 2020), 但几

乎每个国家仍在为如何促进公众的疫苗接种而努力(Betsch et al., 2015)。这就形成了一个矛

盾的局面: 科学已经证实了上市疫苗的有效和安全 , 但公众仍对是否接种持怀疑态度

(Donovan, 2020)。尤其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 开发一种或多种 COVID-19 疫苗的

工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Kartoglu et al., 2020); 一旦有了疫苗, 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

疫苗接种覆盖率以发挥其功效(Fisher et al., 2020)。不幸的是, 诸多对 COVID-19 疫苗开发与

接种不利的谣言也已广为传播。仅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中旬, 有技术平台就已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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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监测中捕获了 2.4 亿多条有关 COVID-19 疫苗的信息(Larson, 2020), 其中混杂着大

量的不实信息(misinformation)以及人为操纵的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受疫情防控所采取

的社交疏离措施及大众焦虑等因素的影响, 这些不实与虚假信息可能会在疫情期得到更多

关注(Graeupner & Coman, 2017; Van Bavel et al., 2020)。而反对未来针对 SARS-CoV-2 

(COVID-19 的病原体)的疫苗接种, 有可能会进一步放大疫情(Martin, 2020)。因此, 有效促进

公众对疫苗的接受度、进而提高全球性的疫苗接种率是一项意义深远且刻不容缓的行动。 

从全球范围看, 推广疫苗接种亟需破解的难题主要有三: 接种不足(inadequate coverage)、

接种延迟(delay)和接种不稳定(instability)。其中, 接种不足指接种覆盖率未达到预定目标, 这

会破坏群体免疫, 使疫苗可预防疾病的爆发变得更频繁和严重(Glanz et al., 2009; Doherty et 

al., 2016); 接种延迟指在过了推荐年龄后再接种疫苗, 其后果可能使疫苗无法发挥其预防作

用, 进而增加疾病的爆发风险(Brewer et al., 2017; Carte et al., 2019); 接种不稳定指发生疫苗

安全恐慌(vaccine safety scare)后的疫苗接种率急剧下降(Brewer et al., 2017)。在这三个难题中, 

接种不足和接种延迟与某一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体制和宗教文化等体制性、历

史性因素高度相关, 其解决方案也需要长时间的系统性努力(Dubé et al., 2013; Dubé et al., 

2014; Sakai, 2018; Bach et al., 2019; Buttenheim et al., 2020)。相比之下, 接种不稳定涉及的因

素更有跨地域和跨文化的规律性, 这主要是因为导致接种不稳定的疫苗安全恐慌虽然也有

前述原因, 但其发生通常源自具体事件的激发(如媒体报道), 因此具有突发性的特征。对其

进行干预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效果, 因而往往成为短期的疫苗推广相关政策的主要着力点。比

如, 2013 年日本媒体报道了未经证实的 HPV(人类乳突病毒)疫苗接种出现的负性事件后, 日

本政府随即暂停了对 HPV 接种的主动建议, 这使得日本社会的疫苗接种完成率从 2011 年的

68.4~74.0%急剧下降到 0.6%(Hanley et al., 2015)。从这些类似事件中汲取经验教训, 并提出

切实可行的工作建议, 从而预防未发生和应对已发生的疫苗安全恐慌, 即有可能直接提高疫

苗接种的稳定性(Brewer et al., 2017)。这对促进类似 COVID-19 之类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

引发的新近疫苗开发与接种计划更具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不过, 目前学界对“疫苗安全恐慌”并未提供清晰的概念界定, 更多只是一般性意义上的

简单描述。相近的可咨参考的概念, 除了前述的“接种不稳定”外, 还有“健康恐慌”(health 

scares), 后者可简洁地定义为由新闻媒体的报道(如避孕药的副作用或疫苗与特定疾病的关

系)引起公众对特定健康问题或健康干预的心理恐慌(Guillaume & Bath, 2004)。从这个角度来

看, 疫苗安全恐慌似是健康恐慌的一个子集。当然, 疫苗安全恐慌的来源并不限于媒体的负

面报道, 也与公众自身早已存在的疫苗负面偏见和不同规模的持续性反疫苗运动有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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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 世纪起工业化国家一直存在反对疫苗接种的示威运动, 导致多种疫苗的接种率在工业

国家中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这与公众认为“疫苗接种法是对人类的侮辱”、“健康饮食可预防

疾病”的观念有关(Tafuri et al., 2014); 尼日利亚北部也曾发生抵制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的运

动, 这与其宗教和政治领导人担心疫苗被抗生育剂和艾滋病毒故意污染有关(Yahya, 2007)。

另外, 从后果来讲, 疫苗安全恐慌会破坏公众对疫苗接种的信心, 导致较短时间内疫苗接种

覆盖率的下降和疾病的爆发(King & Leask, 2017), 或者造成疫苗接种意愿下降, 引发公共卫

生悲剧。1998 年《柳叶刀》(Lancet)曾发表一篇后被证实存在数据造假的论文(Wakefield et al, 

1998), 该论文误导性地指出 MMR(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接种可能引发自闭症(已被撤稿)。

但鉴于《柳叶刀》这一期刊在医学界和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 该论文引发的公众担忧至今仍

未消除。比如, 美国官方于 2000 年宣布已经“消灭”的麻疹在 2014 年却又再现 644 个病例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15); 2019 年全球麻疹病例数约为 9800 万, 全球

因麻疹死亡的人数为 20500 人, 比 2016 年增加 50%( Patel et al., 2020)。基于此, 本文将疫苗

安全恐慌定义为由疫苗负面报道或疫苗阴谋论引发的公众对疫苗接种安全性与有效性的普

遍怀疑, 进而导致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短期内疫苗接种率或接种意愿急剧下降的现象。 

目前已有一些风险理论可部分地解释疫苗安全恐慌, 如经验—分析加工理论(Slovic et 

al., 2005)、模糊痕迹理论(Reyna, 2012)或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Kasperson et al., 1988)。但现

实中的疫苗安全恐慌其实是由多重原因造成的单一结果, 具有典型的“多因一果”性。各种理

论更多是在对现象或结果的解释中提供机制性参考, 而有效的疫苗接种推广还需要建立更

具综合性的理解框架和应对策略。为此, 本研究拟进一步从信息内容、信息加工以及信息传

播三方面来探讨疫苗安全恐慌产生的宏观社会心理机制。具体而言, 从信息内容上看, 引发

疫苗安全恐慌的信息可分为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和反疫苗群体的阴谋论, 这些信息都会引

发公众对疫苗接种的高风险感知, 进而导致疫苗接种率或接种意愿的下降。此类信息的叙事

框架和呈现策略值得深入分析。其次, 个体对疫苗负面信息的认知加工过程也需要进一步明

确, 个体会基于对疫苗接种的先前信念, 提取信息要义、产生相关情绪和做出风险决策。再

次, 对疫苗接种的负性认知和情绪还存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 即从个体化的风险感知到群

体化的风险感知之间, 尚存在一些关键性的风险传播机制和群体动员机制。最后, 世界卫生

组织与各国的疾控中心、科研团队等也正在实践一些用以预防和应对疫苗安全恐慌的策略。

本文将对以上内容进行归纳和总结, 并在此基础上对预防未发生的疫苗安全恐慌和应对已

发生的疫苗安全恐慌提出相应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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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疫苗安全恐慌的成因 

2.1  信息内容：疫苗负面报道和疫苗阴谋论的作用 

对疫苗的负面报道和疫苗阴谋论是导致疫苗接种率和接种意愿下降的主要信息源

(Oliver & Wood, 2014; Faasse et al., 2017; Suppli et al., 2018; Noyman-Veksler, 2020; Chen, Ling 

et al., 2020)。这两类信息虽然都强调疫苗接种造成的健康伤害, 但有完全不同的动机基础和

价值理念, 因此具有不同的内容特征, 需要分别加以论述。 

2.1.1  疫苗负面报道 

疫苗负面报道主要来自各类新闻媒体, 根据报道内容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一是疫苗接

种后的“不良反应”, 比如接种 HPV 疫苗后的不良反应(Brown et al., 2010)、澳大利亚墨尔本

的年轻女性在接种疫苗后患病(Faasse et al., 2017); 二是关于疫苗接种科学研究发现的“负面

后果”, 通常涉及疫苗与特定疾病之间的关系, 比如 MMR 疫苗接种与自闭症之间的关系

(Lewis & Speers, 2003)、百日咳疫苗导致婴儿猝死综合症(Poland & Spier, 2010); 三是与疫苗

本身无关, 而是疫苗生产、运输中出现的问题或者监管不利所导致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比

如近年内在中国发生的2018年7月“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冻干人用狂犬疫苗生

产过程中记录造假”(卞增惠等, 2020)、2016 年 3 月“山东非法经营疫苗系列案件”(余文周等, 

2016)。 

其中, 前两种信息主要关注疫苗本身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第三种信息主要关注疫苗接种

相关的社会监管体系的安全问题。而前两种信息中的“不良反应”和“负面后果”之所以都加了

引号, 是因为这些所谓的不良反应和负面后果与疫苗接种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真实的因果关

系, 而只是一种时间先后次序上的巧合, 或者是一些不严格研究得到的误导性结果, 但它们

都会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理论上讲, 当发生疫苗相关的负面事件后, 新闻媒体承担着向公众

传播真相的社会责任。但为追求新闻价值, 媒体在对事件进行报道的过程中, 往往要搭建新

闻框架(陆学莉, 2016), 即通过对事件或问题的某些方面的选择、强调或省略而向公众建构信

息。因此, 实际上公众接收到的信息内容只是特定新闻框架下允许其看到的内容(Reese, 

2007)。 

疫苗负性事件的新闻框架有多种形式, 最常见的就是以各种策略建立某种情绪或道德

框架。道德和情感内容能够在早期视觉加工中捕获注意(Brady et al., 2020), 而新闻媒体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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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无意地在对问题或事件的建构中利用人类知觉系统的自然倾向来获得更多的关注。这主

要包括以下 4 种策略。一是在标题或内容中使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汇或语气以强调或渲

染某种情绪。比如近期媒体平台对新冠疫苗报道的标题中连续使用了 4 个叹号: “突发！新冠

疫苗出事了！曝出严重副作用, 高烧、剧烈头痛, 发冷！志愿者曝光: 牙齿都咬碎了!”(东方

资讯, 2020)。这种报道中带有感情色彩的语气会增加恐惧情绪和风险感知(Zillmann, 2006)。

二是建立特定叙事结构来引发公众的情绪反应。如一项针对疫苗与自闭症的关系的元分析发

现, 新闻报道主要从生存、死亡和社会问题三个叙事框架来突出自闭症的悲惨生活(Benjamin, 

2018)。三是诉诸道德谴责以激发公众的情绪反应。比如对山东非法疫苗经营的报道的标题

中引用了北大某专家的个人言论, 称“这是在杀人”, 引发舆论轰动(杨秀侃, 赵国新, 2019)。

四是聚焦个体化的悲惨叙事而非总体性的利弊分析, 从而在客观上达到“以偏概全”的传播

效果, 为此还曾有研究者批评“记者和编辑想要一个好故事, 而不关注公共卫生本身”(Taylor, 

2006)。 

其次, 新闻媒体会在报道中明确或者隐晦地塑造疫苗与负面健康后果之间的因果框架。

与情绪/道德框架相比, 这样的新闻报道看似客观和真实, 但仍会诱导公众作出并不符合实

际情况的结论。如有新闻报道将 HPV 疫苗接种与一女生的死亡相联系(Brown et al., 2010), 

但时间上的先后次序并不能保证因果关系: 从时间轴上看该女生确实于接种 HPV 后死亡, 

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接种导致了死亡。实际上, 世界卫生组织在《疫苗安全监督》手册中指

出, 疫苗接种后会发生与疫苗无关的小概率巧合事件, 最严重的情况是疫苗接种后死亡, 但

这些死亡与疫苗接种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WHO, 1999)。类似地, 2009 年我国台湾地区也开

展了校园免疫计划, 但在接种流感疫苗后 2个小时内有7%的学生发生了头晕、恶心等症状。

后证实此为疫苗接种后的群体心因性疾病, 即负面健康反应与流感疫苗接种之间并没有因

果关系, 而是恐惧与焦虑情绪引发了躯体反应。但新闻媒体当时对这一事件的密集报道, 使

公众对流感疫苗的安全性产生了巨大的担忧(Huang et al., 2010)。在公共普遍缺乏对疫苗正确

认识的前提下, 很容易根据这些特定框架下的疫苗负面报道得出片面的“疫苗有害”、“疫苗

不安全”的结论, 进而引发疫苗安全恐慌。 

2.1.2  疫苗阴谋论 

广义上的阴谋论(conspiracy theories)指隐藏的团体秘密地工作, 以达到某种邪恶的目的

(Lantian et al., 2017; 白洁等, 2017), 而个体的阴谋论心态可定义为将重大的社会和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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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有权力的组织或个人暗中蓄意预谋以达成其预定目的的解释倾向(茆家焱等, 2019)。阴

谋论通常采用的是对强势群体的厌恶和不信任等命题, 因此无疑具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意义, 

导致态度极化、偏见并造成健康损失(Douglas et al., 2015; Sutto & Douglas, 2020), 其核心是

为事件提供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 一个小团体为了自身的利益在秘密行动, 而不管公众利

益(Uscinski et al., 2016)。通过将抽象的风险变得更具体, 并将罪责集中在一个小的群体身上, 

阴谋论可象征性地帮助公众应对威胁事件。 

在全球广泛传播的疫苗阴谋论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强调疫苗受到利益的驱动, 疫苗生

产商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政府、医务工作者等疫苗接种建议和提倡者与生产商之间是共谋

关系(Wolfe & Robert, 2002; Kata, 2010)。比如“作为儿童接种疫苗的回扣, 儿科医生每年从制

药公司赚取超过 10 万美元”(Hoffman et al., 2019)。二是将疫苗问题与种族冲突相勾连, 强调

疫苗接种是为了种族灭绝(Smith & Graham, 2019), 比如坚称疫苗含有有害的化学成分或者

会造成严重的疾病, 而疫苗公司是由犹太人控制的, 犹太人试图通过接种疫苗来摧毁穆斯林

人(Wong et al., 2020)。第三种阴谋论更加极端, 宣称疫苗接种是为了减少世界人口, 比如在

盖茨送往非洲的疫苗中发现了可以导致孕妇流产的药物和杀精剂(Hoffman et al., 2019)、他正

利用新冠疫苗植入芯片以追踪个体行动(Ball & Maxmen, 2020)等。 

从阴谋论的普遍特征看, 其本身具有“俘获人心”的特征(白洁等, 2017), 如倾向于将自

己的动机塑造为揭露隐藏的真相以保护公众(Kim & Cao, 2016)。此外, 由于事实或真相通常

具有不可避免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而阴谋论通过一个简单的因果解释满足了公众对确定

性和控制感的需要(Douglas et al., 2017; 茆家焱等, 2019)。除此之外, 阴谋论还利用了人们对

独特性信息的普遍需要, 阴谋论意味着非传统的、潜在的稀缺信息——如果它们被众所周知, 

就不能称之为“阴谋”。因此, 相信阴谋论会使人产生一种“自己比其他人了解了重要的社会

信息”这一特殊的积极感受(Lantian et al., 2017), 致使阴谋论信息比其他信息更加具有吸引

力。 

除上述阴谋论的普遍特点之外, 疫苗阴谋论还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 疫苗阴谋论主要

来自于反疫苗的激进群体或家长, 这些激进群体或家长可能被公众视为信息的可靠来源

(Milani et al., 2020)。其次, 尽管疫苗阴谋论缺乏科学支持, 但其散播者擅长使用多重策略以

达到传播效果, 比如歪曲科学、转移假设和攻击批评等(Kata, 2012)。一项使用语言探究和词

汇统计技术对 Facebook 上的反儿童疫苗接种信息进行分析后发现, 与支持疫苗的信息相比, 

疫苗阴谋论信息更倾向于使用分析思维来表述观点。这其实表明, 疫苗阴谋论者正试图对不

科学的观点提供类似于科学的解释以增加其说服力(Faasse & Petrie, 2016)。第三, 并非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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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疫苗阴谋论都以明确的形式呈现, 它还有更为微妙和含蓄的表现形式。例如, 在美国著名

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中, 主持人通过提问的方式暗示了围绕疫苗安全等话题可能存在阴

谋(Novak, 2017), 比如“为什么质疑疫苗的安全性是一个禁区?”。这种仅通过提问的修辞策略

为阴谋构想开辟了空间, 同时还可保持某种程度的体面(Oswald, 2016)。在这些信息中, 阴谋

线索是明确的, 但提出者并没有直接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以提供一个外在结论, 而是依靠受

众自身来做出阴谋论的推断。但实验研究发现, 仅仅通过呈现这些线索就会让参与者产生阴

谋信念, 且对这种方式产生的信念修正比由明确的阴谋论造成的错误信念的修正更为困难

(Rich & Zaragoza, 2016)。最后, 疫苗阴谋论不仅制造疫苗安全恐慌, 同时还会提供一些“顺势

疗法”来替代疫苗接种, 比如喝酸奶可以预防 HPV(Hoffman et al., 2019), 这又在一定程度上

以“有破有立”的方式缓解了某些特定公众的焦虑, 使之深陷阴谋论的循环而不能自拔。 

与前述的疫苗负面报道不同, 阴谋论不仅制造不实信息或虚假信息, 而且更加强调事件

背后的原因(Jolley & Douglas, 2017)。也就是说, 阴谋论的重点不只在于提供信息, 还在塑造

信念基础。在其思维模式下, 所有的新闻媒体对疫苗的负面报道都会被阴谋论作为支持其观

点的证据。通过强调“背后阴谋”的方式, 阴谋论信息几乎可以通过信念的激活而任意扭曲事

实。比如虽然 2010 年《柳叶刀》已经正式撤回了 Wakefield 等(1998)的论文, 但是阴谋论者

仍可强调制药公司以及所有的科研人员等都策划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隐瞒了MMR疫苗接种

和自闭症之间的真相来否认科学事实(Poland & Spier, 2010)。通过这种方式, 阴谋论可以否认

所有对不实信息或虚假信息所进行的修正。因此, 对疫苗阴谋论的打击, 绝非简单地进行疫

苗知识的科学普及这种知识化、理性化的策略所能根除, 还需要发展更为有效的直接针对信

念本身的纠正策略, 并对其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氛围进行全新的塑造。 

2.2  信息加工: 个体层面的风险感知 

作为信息源, 疫苗负面报道和阴谋论都可推动公众对疫苗接种的高风险感知。从个体的

信息加工视角, 可进一步解释当这些信息呈现在公众面前时, 公众为何对疫苗接种产生高风

险感知, 进而拒绝接种疫苗或降低接种意愿。 

2.2.1  疫苗接种的感知必要性 

公众在对疫苗负面信息进行认知加工时, 并非理性地权衡不接种疫苗的疾病风险与接

种疫苗的副作用或健康危害。其中非理性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疫苗接种的先前

ch
in

aX
iv

:2
02

01
2.

00
06

1v
1



8 

 

信念, 二是面对信息时的加工方式。与加工方式相比, 公众对疫苗接种的先前信念、尤其是

对接种必要性的先前认知甚至更为关键。因为它可能导致公众在面对疫苗负面信息时, 只

“看到”疫苗的危害, 而忽略了疫苗的健康收益。例如, 一项针对英国儿童父母的调查发现, 

与不接种流感疫苗的风险相比, 父母们对接种疫苗的风险评估更高, 即对疫苗风险的重视远

超过对疾病风险的重视, 导致即使轻微的疫苗安全问题也可能对疫苗接种造成不成比例的

负面影响(Brown et al., 2010)。此外, 有研究者使用损失框架来同时呈现未接种流感疫苗的风

险和接种流感疫苗的风险, 结果发现, 在采用同样的后果以控制风险大小的前提下, 强调接

种流感疫苗的风险对参与者的风险感知影响更大, 而强调不接种流感疫苗的风险则影响较

小(Dixon, 2017)。这实际上反映了不作为偏差(Omission bias), 即与行动所导致的同等甚至更

小的伤害相比, 对不行动的后果的情感反应和风险感知更小(Baron & Ritov, 2004)。Ritov 和

Baron(1990)曾使用疫苗接种来解释这种认知偏差, 人们通常认为接种疫苗造成伤害的风险

比不接种疫苗的风险更严重。 

与其他健康措施相比, 疫苗的作用是预防而非治疗, 因此存在“疫苗接种悖论”(vaccine 

paradox)。具体来讲, 随着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消失, 疫苗与其预防作用之间的联系会变得不

那么明显, 研制疫苗的初衷成为了遥远的记忆(Doherty et al., 2016; Ozisik et al., 2017)。以脊

髓灰质炎疫苗为例, 脊髓灰质炎疫苗虽然成功地控制了疾病的传播, 但是却具有非常罕见的

副作用, 即大约百万分之一的接种者会导致麻痹性脊髓灰质炎。虽然与自然感染的二百分之

一的风险相比, 这种风险的概率可称为微不足道, 但一旦疾病被控制, 疫苗接种副作用的风

险就开始变得严重起来(Doherty et al., 2016)。这就会降低公众对疫苗接种必要性的感知, 而

感知必要性是信息加工的重要心理因素(Corben & Leask, 2016), 当这种必要性淡出人们的视

野, 他们在面对疫苗的负面信息时对疫苗接种的风险感知就会远高于收益。从这一角度而言, 

疫苗本身永远是其自身功效的受害者, 即疫苗对特定疾病防治成功率反而降低了公众对其

接种必要性的感知(Kata, 2010)。 

2.2.2  经验加工和要义提取过程 

现有的风险感知理论可进一步解释疫苗负面信息引发公众对疫苗接种的高风险感知的

加工过程。根据风险感知的经验(experiential)—分析(analytic)双加工理论(Slovic et al., 2005), 

个体往往倾向于使用经验加工中的情感启发式来感知风险, 而非基于分析加工的审慎思考。

研究发现, 相比于统计数据, 使用叙事信息会显著地增加参与者对疫苗接种的风险感知,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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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这一过程中负性情绪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Betsch et al., 2011; Betsch et al., 2013)。还有

研究发现, 当对参与者提供接种疫苗的风险信息图片时, 是参与者的负面情绪而非其感知到

的论点的有力程度, 影响了对这些信息的回忆和风险感知(Dixon, 2016)。一项以父母的疫苗

阴谋论信念为主题的调查研究还发现, 更高的阴谋论信念与更高的疫苗接种的负面情绪以

及更大倾向的经验加工有关(Tomljenovic et al., 2020)。这些结果都为经验加工和情感启发式

提供了直接支持。公众可能并不关心数据(比如“疫苗接种每年可预防 200~300 万人的死亡”), 

而是更多基于自身的直觉来做出判断(Schindler et al., 2020)。正如卡尼曼等(2007, p116)所言: 

“(在)癌症检测诊所, 候诊者名单如同本文一样冗长, 排到了几个月之后…(但)这并不是由于

美国医生协会或美国医学学会或其他组织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造成的。这种冗长的候诊者名

单, 始于福特夫人和洛克菲勒夫人的乳房切除之后”。 

另一可解释疫苗风险感知的理论是模糊痕迹理论(fuzzy-trace theory), 该理论从背景知

识、字面(verbatim)—要义(gist)心理表征和价值检索等方面来解释个体的风险决策(Reyna, 

2012)。在模糊痕迹理论的框架下, 字面表征精确详细, 要义表征模糊简要, 个体在对信息加

工的过程中通常进行要义加工(Reyna & Brainerd, 2008; Broniatowski & Reyna, 2018)。例如, 

当医生向儿童家长沟通不接种疫苗的风险时, 对家长说“不接种疫苗的儿童感染疾病的风险

是接种疫苗儿童的 23 倍”。这句话中的“23 倍”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在家长们的记忆中消退, 但

是不接种疫苗的“高”风险可以得到保留, 并促使其作出接种疫苗的决策(Reyna, 2012)。信息

的要义表征本质上是模糊的, 接收者需要将概率和后果大小结合起来形成对风险要义的总

体印象。这能够解释为什么疫苗的负面信息可以引发公众对疫苗接种的高风险感知, 因为这

些信息能够使公众轻易地提取出“疫苗有害”的要义(副作用、死亡; Reyna, 2012)。 

此外, 模糊痕迹理论还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些不符合科学事实的错误信息具有较强的说

服力。例如, 对自闭症的科学解释通常会真实地传递其病因未明的事实, 这就会留下“原因空

白”, 而当将自闭症与疫苗接种联系起来的时候, 就可提供比事实本身更有力量的对现实的

解释, 尽管这种解释本身是歪曲的。当公众不深入对其进行思考时, 这类信息就会显得充满

道理。类似的说法还有“接种过多疫苗会使免疫系统超载”(Reyna, 2020), 这也与人们普遍上

能够感受到工作量超载、信息超载的心理机制相吻合, 并由此产生类比推理。 

虽然从个体信息加工的视角能够解释疫苗安全恐慌的发生, 但是其焦点主要集中于个

体层面的风险信息加工, 大面积的群体层面的疫苗安全恐慌不是个体层面的风险感知的简

单叠加。为此, 还有必要进一步从信息的社会传播视角考察疫苗安全恐慌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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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息传播: 风险的传播与放大 

个体的疫苗安全恐慌如何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公众安全恐慌, 更多是一个社会心理学而

非认知心理学主题。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存在诸多风险放大的机制, 尤其是在社会网络时代, 

风险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Kasperson et al., 1988; 皮金等, 2010)与个体风险

感知往往相互作用、交互进行, 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疫苗安全恐慌。 

2.3.1  疫苗负面信息在网络中的传播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疫苗接种的负面信息已经成为疫苗接种的公共卫生实践中主流话

语的一部分, 而社交媒体则是传播疫苗负面信息和使反疫苗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持久发挥影

响的主要平台(Smith & Graham, 2019)。大量的研究发现, 疫苗的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传播得

更迅速、更广泛, 是引发疫苗安全恐慌的主要来源(Dubé et al., 2014)。比如 YouTube 上传播

最广泛的疫苗相关视频包括疫苗与自闭症的关系、疫苗未公开或未被充分了解的风险、疫苗

接种后的不良反应以及疫苗中的防腐剂如硫柳汞(Thimerosal; Basch et al., 2017)。此外, 还存

在一些专门的反疫苗网站传播关于疫苗导致特殊的疾病、疫苗降低自身免疫力、疫苗的副作

用被低估和疫苗政策受到利益驱动等内容(Wolfe & Robert, 2002)。这些信息复杂且多样, 暗

含着不同的动机和价值理念, 但大多数都强调疫苗接种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风险(Hoffman et 

al., 2019)。 

负面疫苗信息之所以能够得到迅速传播的原因至少有二。第一是人为因素推动。Grant

等(2015)对支持疫苗接种和对疫苗接种持怀疑态度的网站进行分析发现, 对疫苗接种持怀疑

态度的网站中的群体成员之间存在高度互动, 并且有专门设置的社群讨论空间, 面向受疫苗

接种影响(或认为自己受影响)的人。另一研究发现, 反疫苗的激进群体会有效地利用社交媒

体传播疫苗阴谋论(Ortiz-Sánchez et al., 2020)。第二, 负面疫苗信息内容本身决定了其更容易

得到传播。无论是新闻媒体对疫苗负性事件的报道还是疫苗阴谋论, 都可能包含引发情绪、

道德直觉等主观感受的信息内容, 致使这些信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Klein 等(2019)的研

究发现, 阴谋论信息所激发的愤怒情绪是个体分享阴谋论信息的前因; Kramer 等(2014)在

Facebook 上进行的一项大规模实验则表明, 情绪状态可以通过情绪传染(emotional contagion)

传递给他人, 导致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体验同样的情绪。也就是说, 情绪传染可在人与人

之间没有直接互动的情况下产生。与之相似, 道德观念也可以“传染”。有研究探讨了某些道

德观点比其他观念传播得更快和更广泛的过程, 结果发现当信息中每增加一个道德情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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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时, 则该信息会增加 20%的传播率, 这就是道德传染效应(moral contagion; Brady et al., 

2017)。 

作为一种技术平台, 社交媒体无疑对疫苗接种风险的放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并且

在这个过程中情绪传染和道德传染左右了公众对疫苗接种的态度。为此, Larson(2020)总结到, 

类似“疫苗与自闭症”这类的错误信息是“一种简单、可重复的对发酵中的焦虑的确认”, 它成

为了一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模因(meme; 道金斯, 2012)4, 使信息得到了类似病毒一样的迅速复

制。这导致个体层面上的风险感知汇聚为社会层面的“风险”氛围, 进而影响社会整体层面的

风险认知(伍麟, 杨宇琦, 2019)。 

2.3.2  传播过程中的风险放大 

信息传播并不是简单的传递信息, 信息也会在传播过程中动态地发生变化。一项模拟信

息传播过程的研究发现, 当关于三氯生(一种抗菌剂)的功用和危害的信息从一个传播者传递

到另一个传播者时, 原有的信息会迅速失去关于三氯生的功效事实, 并且传播者还会额外增

加三氯生的危害信息和操纵信息以符合自身的先前信念, 进而导致风险被逐渐放大(Moussa 

et al., 2015)。还有研究发现, 风险放大会造成态度极化, 进而引发对负面信息的高关注和对

潜在收益信息的忽略, 导致风险信息的寻求和传播(Hills, 2019)。而这一过程又进一步加速态

度极化, 带来恶性循环。 

类似地, 疫苗相关的负面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也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有调查发现, 关

于疫苗的负性患者叙事很容易通过社交网络获得(Betsch et al, 2013)。其中, 患者叙事(patient 

narratives)指患者对某一疾病的个人体验性的例证(Shaffer & Zikmund-Fisher, 2013)。与疫苗

负面报道和阴谋论不同, 疫苗副作用的患者叙事信息并没有追求新闻价值或者存在一个“邪

恶”的宣传动机, 这些信息往往是基于患者的第一人称视角对疫苗接种的片面观点和体验, 

因此可能掺杂着夸张和误解。比如一些家长声称, 他们的孩子接种了疫苗, 但却患上了疫苗

本应预防的疾病(Wong et al., 2020)。这些患者叙事信息进一步为疫苗负面信息提供了错误的

“证据”, 并进一步加剧公众对疫苗接种的风险感知并降低疫苗接种率。 

当公众在讨论或传播中加入个人的观点或经历时, 信息的传播不止于传递客观信息。相

反, 信息往往成为集体性焦虑的载体, 使得人们在参与式的讨论中遗忘掉信息本身, 反而使

 
4 “模因”(memes)源自生物学家道金斯(2012)的著作, 与基因(gene)一词相对应, 模因意指文化的基本单位, 

它可在语言、观念、信仰、行为方式等文化因素的传递过程中起到与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起到类似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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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分享与宣泄成为了大众传播与公共讨论的基调。而当关于疫苗安全的担忧已经成为一

种社会心态, 且混杂了公众对于医疗体制监管的不满、关于疫苗分配公平的争议以及关于更

大范围的社会不公、种族争议等主题时, 关于疫苗本身的安全性公共探讨就会变得日渐艰难, 

同时又给各类的疫苗阴谋论的产生提供了空间。有食品专家曾感叹“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

性问题已经变得十分尖锐而很难进行真诚的讨论。如果一名研究人员对转基因技术发表了积

极的评价, 他就有可能会被指责收到了相关企业的贿赂; 而如果研究人员质疑转基因作物的

安全性, 那么他可能会被其他科学家嘲笑。奇怪的是, 如果对双方的观点都加以考虑, 甚至

可能会引来双方的愤怒”(诺伍德等, 2020, pp. 124–125)。疫苗安全性与有效性的社会争议, 在

某些国家或某些特定时期也已体现出与转基因争议相同的态度极化现象, 值得人们的警惕

与防范。 

应当说, 只有结合信息内容、信息加工和信息传播这三个方面, 才能相对全面的理解疫

苗安全恐慌的发生机制。这三方面并不是彼此独立, 而是相互联系。对此, 可将上述过程概

括为以下图示, 以便了解疫苗安全恐慌产生的整个过程(图 1)。 

  疫苗负面报道

  疫苗阴谋论

信息内容

  对疫苗接种的先前信念

  经验加工和要义提取

信息加工

  在网络上迅速传播

  传播中风险被放大

信息传播

疫苗安全恐慌

 

图 1 疫苗安全恐慌的成因 

3  疫苗安全恐慌的应对策略 

从疫苗安全恐慌的成因来看, 很容易针对信息源提出一些建议, 比如要求新闻媒体对疫

苗负性事件的报道保持客观性和真实性、加强网络对疫苗阴谋论的监管等(Wong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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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实中, 如何在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禁止传播信息之间进行平衡是一个实践难题。

本节主要对如何抵制疫苗负面信息和应对疫苗安全恐慌的一些实践措施进行归纳和总结。 

3.1  网络信息的标记、去偏与纠正 

针对网络平台中的疫苗失实信息, 已有研究者和技术平台通过网络技术手段开发了一

些具有操作性的策略。例如, 有研究者分析了网络信息的质量标记对公众信息加工的影响。

他们以疫苗接种为主题, 使用一套质量标记, 比如用健康专用标记来表示信息内容遵守规范

的健康交流标准(如信息的通用性、完整性和全面性), 结果发现采用质量标记会引发参与者

对信息内容的高质量评分以及更积极的疫苗接种态度(Allam et al., 2016)。类似的实践已经应

用于一些社交媒体平台, 比如 Facebook 对不准确的新闻进行质量标记, 从而提醒用户对信

息质量的重视。调查发现, 自 2016 年到 2018 年 7 月, Facebook 用户的假新闻参与度的下降

超过了 50%(Oremus, 2018; 张超, 2019)。另外, 针对反疫苗信息, Facebook 近期采取了更加

严格的措施, 对“疫苗不安全”、“无效”、“疫苗可预防疾病是无害的”等这类信息一律下达了 

“广告禁令” (Bond, 2020)。 

此外, Ludolph 等(2016)还提出了一种技术去偏策略(technological debiasing strategy), 即

按照一定的标准对信息进行排序, 以反映信息质量。这一策略旨在通过改善公众的搜索环境

来降低反疫苗信息的影响。另外一种策略是通过网络技术手段来提供额外的修正信息, 比如

谷歌已经开始提供针对某些搜索词的事实核查和揭穿的额外信息(Lewandowsky et al., 2017)。

一项以 Facebook 为平台的研究发现, 当参与者点击一个包含错误信息的链接时, 对其自动

提供一个相关的纠正错误信息的链接, 这种及时修正的方式可显著降低参与者对信息的误

解(Bode & Vraga, 2015)。 

3.2  信念接种 

接种理论(inoculation theory)使用了疫苗接种的隐喻: 注射含有减弱剂量的病毒可以触

发免疫系统中的抗体从而产生对未来感染的抵抗力, 类似地, 培养对抗错误信息的心理抗体

也能够促使公众抵抗错误信息的影响(Banas & Rains, 2010)。换句话说, 首先让公众接触一种

误导性论点的简化版本并先发制人地驳斥这一论点, 那么先前建立的态度上的抵制就可以

在后续对错误信息的加工中发挥作用。有元分析研究已发现, 接种信息通常能有效抵抗说服

企图(Banas & Rains, 2010)。在一项以在线游戏形式呈现的近万人的实验中, 研究者让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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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新闻制作人的角色, 并学习掌握在制造虚假信息中常用的技术, 比如制造两极分化、煽

动情绪、传播阴谋论、攻击他人和转移指责等。其结果发现, 在游戏后参与者发现和抵抗错

误信息的能力有所提高(Roozenbeek & Linden, 2019)。通过这种先发制人地揭露、警告并让

人们熟悉制作假新闻时所使用的策略, 有助于人们在面对真实的错误信息时获得认知免疫。 

一些抵制疫苗阴谋论影响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研究发现, 在公众接触到阴谋论之

前, 给他们提供真实的信息可以降低阴谋论的可信度(Jolley & Douglas, 2017)。一项以中国年

轻社交媒体用户对 HPV 疫苗的态度的研究发现, 接触反疫苗阴谋论会导致参与者对 HPV 疫

苗具有较差的态度以及较弱的疫苗接种意愿, 但是参与者已有的 HPV 疫苗知识对暴露于网

络阴谋论具有保护作用(Chen, Zhang et al., 2020)。因此, 预防工作的关键是让真实的信息发

挥先入为主的作用, 而不是在阴谋论信息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再对其进行反驳和修正。研究者

针对如何应对 COVID-19 的阴谋论时也提出, 在公众遇到阴谋论或其他形式的假信息之前, 

需要确保他们拥有正确的信息, 并做好应对假信息的准备, 这样可以起到防范作用(Van 

Bavel et al., 2020)。 

3.3  重建公众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风险感知 

公众往往只意识到夸张或虚假的接种疫苗的风险, 而忽视真实的不接种疫苗所带来的

疾病风险, 这实际上反映了公众普遍存在的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低关注(Larson et al., 2014)。

研究发现, 与疫苗接种相关的风险相比, 人们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风险和不使用疫苗的后果

缺乏认识(Borràs et al., 2009; Do et al., 2009)。Kahn 和 Luce(2006)提出, 具有争议的事件和预

防有效性导致的“虚假安全感”会削弱公众对预防措施的使用。如果对疾病风险的认知很高, 

那么接种疫苗的初始意愿就会更高, 而即使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接种疫苗的不良事件, 对疫苗

接种覆盖率的影响也往往较小(Coelho & Codeḉo, 2009 )。 

由此可见, 打破这种虚假安全感、进而建立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正确认识可能是帮助公

众在面对疫苗负面信息时建立准确的风险感知的可行途径。在这方面, 通过特定信息来提醒

公众不接种疫苗的疾病风险, 是提高疫苗接种的策略之一(Horne et al, 2015; Margolis et al., 

2019)。为此, 常见的一种策略是使用叙事来激发公众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风险感知。研究

发现, 积极的疫苗信息更倾向于使用事实和数据来诉诸逻辑, 而消极的信息更可能使用叙事

来诉诸情感(Teoh, 2019)。对比之下, 仅提供关于疫苗预防疾病的有效性或必要性的客观信息

就显得不够具有说服力。因此, 有研究者提出支持疫苗的信息也需要以叙事的方式来激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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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这样才能够对反疫苗信息形成有力的防御。比如一篇题为“埃弗莉的故事”的博客文章在

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 它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婴儿患了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故事, 并附上

了婴儿的照片。与统计数据相比, 这样的叙事信息很难被反驳并更可能激发公众态度的改变

(Shelby & Ernst , 2013)。 

但是, 虽然其他健康风险领域的研究发现叙事或激发情绪体验的方式能够有效地建立

更准确的风险感知和行为倾向(McQueen et al., 2011), 在疫苗相关的实证研究中却发现了一

些特异性。有研究者使用图片来激发参与者对疫苗接种的风险和不接种疫苗的疾病风险时发

现, 尽管使用相同的图片, 当研究者对参与者说明图片所反映的是不接种疫苗的疾病风险时, 

参与者对信息的风险感知却没有发生变化(Dixon, 2016)。在另一研究中, 研究者试图通过叙

事信息来增加参与者对传染性疾病的担忧, 实验讲述了一个快死于麻疹的婴儿的故事。结果

发现, 这些叙事信息不仅没有增加参与者疫苗接种的意愿, 反而加深了参与者对疫苗副作用

的风险感知(Nyhan et al., 2014)。这些研究结果提供了警示意义, 使用叙事或图片等试图激发

公众对疾病的策略在使用中需要格外慎重。要理解叙事对疫苗风险感知的影响, 还需要考虑

叙事与非叙事信息和其他信息特征之间的潜在交互作用(Kim & Nan, 2016)。这也说明要成功

地打消疫苗安全恐慌, 可能需要组合性而非单一性的干预策略。 

3.4  积极回应公众的信息需求和情绪诉求 

以上策略主要以预防疫苗安全恐慌为目标。一旦疫苗安全恐慌已发生, 上述策略就会暂

时失效, 此时更重要的是公共卫生主管部门如何进行应急处理, 这更多涉及公共政策手段的

综合运用。但是, 疫苗安全恐慌应对也一直是一个公认的政策难题(Coelho & Codeḉo, 2009)。

Poland 和 Spier(2010)指出, 针对疫苗公共卫生安全事件, 卫生主管部门通常反应太少、太迟

或者不能做出正确的反应, 其特点是有效信息含量低且缺乏创新的传播策略, 结果导致清晰、

可操作的信息无法被公众听到。为此, 2013 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了疫苗安全事件的危机管

理与沟通指南(WHO, 2013; 李克莉, 刘大卫, 2016), 该指南对如何处理危机和谣言提供了详

实的策略性建议, 比如通过可信的发言人发布信息等。这里主要对涉及心理学的一些相关策

略进行总结。 

策略一是在公共政策中关注公众的信息需求并提供有效的信息。疫苗安全恐慌增加了家

长们在疫苗决策中的信息需求和信息寻求行为, 并会批判性的看待传统的信息来源, 因为他

们认为它们已经不值得信任(Guillaume & Bath, 2004)。因此, 在疫苗安全恐慌发生后, 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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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主管部门需要迅速解决疫苗安全恐慌后父母的担忧和信息空白问题, 及时、有针对性地

传递信息。比如针对疫苗生产、运输等安全问题引发的疫苗丑闻, 向公众呈现透明、公开、

详细的监管流程可能是一种重新建立公众对疫苗生产商和药品监管机构的信心的途径(Han 

et al., 2019)。新闻媒体也应该发挥其传播作用, 比如在呈现信息时积极采用信息补偿框架, 

即以“专家答疑”和“疫苗科普”视角来引导公众不要陷入被动和盲目的群体恐慌(罗坤瑾, 

2020)。 

另外, 当引发疫苗安全恐慌的信息本身有误时, 通常需要提供修正信息来降低错误信息

的影响。因此, 如何进行有效地信息修正至关重要。但是在现实中, 由于错误信息的持续影

响效应(continued influence effect), 很难把那些接触过错误信息的个体的信念恢复到与那些

从未接触过错误信息的人相同的基线水平(Lewandowsky et al., 2012; Emily, 2016)。比如一项

针对疫苗错误信息修正的实验发现, 提供事实进行修正非但无效, 反而强化了疫苗接种的错

误信念(Sara et al., 2017)。另一项实验研究试图对疫苗与自闭症关系的错误信息进行修正, 在

实验中向参与者提供美国自闭症发生率上升的信息, 一种实验条件是只提供片面解释, 比如

“自闭症发生率的提升是因为公众对自闭症的认识提升了”; 另外的实验条件下是提供平衡

信息, 比如“97%的医学科学家和医生都认为疫苗不会导致自闭症”。研究者还考察了同时提

供科学家的图片是否能够降低参与者对“疫苗与自闭症关系”的错误信念。结果发现, 提供平

衡信息和科学家照片能够显著地降低参与者的错误信念。研究者认为, 这种同时提供照片和

平衡信息的方法, 能够让人在头脑中建立一个范例(exemplar), 进而当其判断疫苗与自闭症

争议时将科学家对争议的看法加入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中来(Dixon et al., 2015)。 

此外, 错误信息的修正并不代表着恐惧或焦虑情绪的消失, 因此策略二是充分关注公众

的情绪诉求。研究者指出, 卫生主管部门有义务回应公众的情绪(Larson, 2020; Donovan, 

2020), 而不是仅针对事件本身进行回应。比如之前提到的日本媒体报道了 HPV 疫苗接种出

现的负性事件后引发的疫苗安全恐慌, 虽然之后官方回应了负性事件与 HPV 接种之间并无

因果关系(Hanley et al., 2015), 但这种回应在恐慌已然发生时往往不具备说服力。当公众对疫

苗接种处于一种担忧与焦虑的情绪状态时, 公众卫生主管部门在应对方式上的微小差异就

可能引发意想不到的后果。比如为了向家长呼吁接种疫苗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的一些新闻头

条用了“恳求”这个词汇, 但有研究认为这一引人注目的用词暗示着某种当局的无能, 在公众

普遍存在焦虑与恐惧的情绪状态下反而会削弱卫生主管部门的权威(Leask & Chapman, 

2002)。同时, 考虑到恐慌发生期间的公众情绪状态, 公共卫生主管部门应该采取引导性的策

略, 避免过度劝说和对抗性的辩论, 否则只会加剧公共的情绪对立与行为背离(Leask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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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另外还有研究发现, 在应对家长对 HPV 疫苗安全性的担忧时, 应更多地提供疫苗对

健康收益的知识, 而避免提供疫苗接种紧迫性的相关知识, 因为处于担忧中的家长会感受到

一种不合时宜的匆忙或自身的担忧没有得到重视(Shah et al., 2019)。 

最后应当说明一点, 由于如何应对真实的疫苗安全恐慌较难进行严格的重复性检验, 以

上内容多数都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策略性建议, 对于这些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 尚

需结合多方面的证据才能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 

4  总结与建议 

疫苗虽好, (全面)接种却难(Yahya, 2007)。本文从疫苗负面报道以及疫苗阴谋论信息的内

容特征、公众对这些信息的加工和传播三个方面来总结引发疫苗安全恐慌的规律性因素, 并

从现有的实证研究和政策实践中归纳应对策略。相对而言, 目前对疫苗安全恐慌的成因已经

得到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 但是如何对这一现象进行有效的预防和纠正, 相关的研究和

证据还较少, 且研究结果也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疫苗安全恐慌的成因虽有一定的

规律性, 但是现实中每一次真实发生的疫苗安全恐慌却具有其独特性和不可掌控性。作为引

发疫苗安全恐慌的两类来源, 负面报道与阴谋论之间会交织迭进, 几乎每一次疫苗负性事件

的发生和大肆报道都会引发反疫苗运动和阴谋论的盛行, 进而使疫苗安全恐慌的局面更为

严峻。因此, 在展望部分将主要针对应对策略方面提出一些学术研究与实践方面的建议与思

考。 

4.1  更全面地验证疫苗普及的实践策略 

公众的风险感知并非理性的风险评估, 但疫苗知识仍是建立公众对疫苗准确信念的基

础, 而疫苗接种的准确信念是疫苗态度的重要预测因素(Joslyn & Sylvester, 2019)。因此, 普

及疫苗知识仍是应对疫苗安全恐慌的重要策略。但是, 人们对这一策略的实践仍过于停留在

概念层面。“疫苗知识”是一个模糊且宽泛的概念, 公众到底需要了解哪些疫苗知识以及疫苗

知识的深入程度、不同的疫苗知识在疫苗的风险与收益的权衡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些都

还需要大量系统性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比如, 有关于信息框架对流感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

的研究发现, 当对参与者同时提供接种疫苗的健康收益和副作用的知识时, 会显著降低参与

者的流感疫苗接种意愿。这一结果是由于这种同时表述收益和披露风险的知识导致参与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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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有效性的感知产生了矛盾情绪(Kim et al., 2017)所导致。这说明在疫苗知识的传播过程

中需要仔细考察潜在的心理机制。如 Pandolfi 等(2018)所提示的, 对抗反疫苗信息的策略不

能仅凭借有根据的猜测而制定。在这一问题上, 使用精细化操作的实证研究来验证不同策略

的效果的价值要高于对理论意义的追求。此外, 疫苗知识的传播效果也需考虑公众所处的真

实情绪状态。比如对疫苗接种的收益和风险较模糊的状态、对疫苗安全担忧的状态或者新冠

疫情背景下的对疫苗较为渴求的状态, 都可能导致疫苗知识发挥不同的效用或者不能发挥

作用。而很多关于疫苗知识效果的研究都忽略了这一问题, 而只是一种在没有安全恐慌期间

的实验室研究或模拟研究, 导致其结果的实践价值大打折扣。如何做出更贴近实际的真实世

界研究, 应是后续研究的一个主要着力点。 

4.2  促进疫苗相关正确信息的社会分享 

抵制反疫苗信息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增加更多的支持疫苗的正确信息。有些人是反疫苗

的坚定支持者 , 他们完全忽视科学证据 , 以保持自身观点的完整性。近期一项针对

COVID-19 疫苗接种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 即使疫情的风险就摆在眼前, 仍然有 10%的美国

公众明确表示拒绝接种 COVID-19 疫苗(Fisher et al., 2020)。也就是说, 一些人对疫苗接种的

态度并不是基于风险和收益的权衡, 而是基于特定原因(比如宗教信仰或者利益因素等)的坚

定的反疫苗主义者。试图去改变反疫苗主义者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 对其观点进行反驳也可

能并无用处(Poland & Spier, 2010)。从现实的策略上讲, 公共健康政策和科学知识普及首先要

争取的并不是这类人, 而是容易受到这些反疫苗主义影响的中立或摇摆个体。为此, 当反疫

苗的信息在网络和社会中泛滥时, 采取更大力度、更高强度的正确信息供给和分享, 是反制

反疫苗信息传播的不可忽视的策略。 

有研究曾分析了 Twitter 上支持疫苗接种和反对疫苗接种的信息的流动情况, 发现了两

种典型的不对称情形。第一, 反对疫苗接种的信息是对所有疫苗进行反对, 而对疫苗进行辩

护的信息却是对特定疫苗的支持; 第二, 支持疫苗的信息侧重于对新疫苗的希望, 并更多涉

及疫苗可预防疾病的持续爆发, 而反疫苗的信息使用了更加广泛的资源和传播策略, 集中在

对疫苗的争议性话题上(Gargiulo et al., 2019)。这意味着有效的干预措施不仅要提供正确的疫

苗知识, 也需要这些知识能够在网络上得到深入地传播(Betsch et al., 2012; Miton et al., 2015; 

Giese et al., 2020), 这样才能形成与反疫苗信息相对抗的力量。虽然正确信息的供给往往依

赖于少数专家和权威部门, 但相关信息分享却可以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实现。因此, 如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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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普通公众对正确信息的分享意愿与分享行为, 就成为社交网络时代的疫苗普及运动的重

要切入点。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 公众可以更容易地在社交网站上与他人分享信息, 分享已经成为

网络空间中最流行的行为之一。关于网络分享行为的特征和动机的调查研究发现, 针对健康

领域的知识, 利他主义是最具影响力的分享动机, 而个人利益是效果最小的分享动机(Oh, 

2011)。因此, 从理论上来讲, 强调群体价值取向的群体免疫知识应该可以激发公众的分享意

愿, 这一假设可以通过后续的实证研究加以检验。目前已经有实证研究发现, 传播群体免疫

的概念可以显著地促进参与者的疫苗接种意愿(Betsch et al., 2017)。这种方式可以视为一种

亲社会推动, 建立疫苗接种的群体价值信念实际上是激发了公众对疫苗接种的责任意识, 而

不仅仅是从个人健康的视角来看待疫苗接种。这实际上与行为免疫系统理论中的观点相一致,

比如在流行病压力高或受流行病威胁大的地区, 人们更加遵循集体主义价值取向(Fincher et 

al., 2008; 杨盈等, 2020)。另外, 从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世界各国民众对群体免疫的和社会疏离

(social distancing)措施的不同态度来看, 群体免疫价值观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自由主义和个

体主义价值观之间尚存在一定的矛盾性。这种小规模研究的结果能否推广至真实世界中, 或

者是如何发现已有结果的真实作用条件与边界, 还需要更真实案例的佐证。 

4.3  在真实网络环境中开展疫苗安全恐慌的干预研究 

实验研究中对知识效果和分享意愿的考察往往忽略了网络复杂的环境因素。通常研究都

会编制特定的实验材料, 以考察其涉及的疫苗知识内容对参与者的疫苗接种意愿和信息分

享意愿的影响。也就是说, 参与者只需要接触到一则信息, 然后做出决策。但是在真实的网

络环境中, 网络信息纷繁复杂, 在实验中有效的信息不一定能够在网络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是因为公众往往会受到其他信息的干扰、甚至根本不会关注到正确的疫苗接种知识。比如

在一项关于 HPV 疫苗接种的研究中, 研究者考察了不同时间框架(指向当下收益和指向未来

收益)和传播策略(叙事和非叙事)的疫苗知识对接种意愿的影响, 结果发现一个指向当下收

益的叙事信息能够引发更高的疫苗接种意愿(Kim & Nan, 2016)。该结果虽然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 但是, 即使实验结果表明指向当下收益的叙事信息的效果高于非叙事信息, 当这样的

信息处于复杂的网络环境时, 与其他类信息相比也可能并不具备竞争优势。因此, 无论是衡

量知识效果的接种意愿还是信息的分享意愿, 都有可能在实际应用中发生变化。 

包括疫苗在内的公共健康知识的传播, 在互联网的环境下面临着实验室所无从模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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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挑战。某种程度上, 在网络环境中最重要的是验证公众是否能够记住疫苗接种的正确知

识(Faasse & Petrie, 2016)。但针对这一方向, 目前尚缺少相关的实证研究, 但其他领域的研究

可以为之提供借鉴。比如在一项针对美国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研究中, 研究者为了探究参与者

对移民相关的新闻信息的加工, 在提供信息时, 模仿真实的网络环境, 在移民新闻信息中同

时加入了与研究主题无关的娱乐新闻信息, 以此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Magdalena & Kelly, 

2018)。类似地, 今后的疫苗研究也可以通过这种模拟的方式建立更具生态效度的实验环境, 

并将参与者对疫苗接种的重要性感知和疫苗信息的网络寻求及分享倾向作为主要的考察变

量, 从而提升研究的实践价值。 

Why vaccine safety scares happen and how to address them 

Abstract: A vaccine safety scare is defined as the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public’s distrust of 

the validity and safety of vaccination is triggered by negative vaccine-related media reports or 

vaccine conspiracy theories. Such misinformation further leads to a dramatic drop in the 

vaccination coverage or willingness of individuals to be vaccinated domestically or globally. 

Together with the influence of the perceived necessity of vaccination and the experiential 

processing and gist extraction of individual cognition, this information gains further social 

amplification during its dissemination in society. Current psychological counter-strategies to 

address vaccine safety scares mainly consist of network labeling and debiasing technology, belief 

inoculation, reconstruction of risk percep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informational needs and 

emotional appeals. However, the ecological validity of these methods remains unexplored. In 

addition, sharing positive vaccine information should be encouraged to debunk vaccine 

misinformation. 

Key words: vaccine safety scare; vaccination; misinformation; conspiracy theory; risk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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